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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美國對台灣前途持何種立場？

在台灣，許多關心台灣前途的學者或政府決策相關人員，常因其對台灣前途政治立場之不同而對美國在兩岸關係或台灣前途之角色扮演上，有不同的期望或批評。近年來，美-中-台三角關係的發展及其對台灣前途之影響，亦出現許多微妙且重要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議題有三個，第一，在政治上，美國一邊反對中共在2005年3月14日由人大所通過並宣布之「反分裂國家法」，但一方面卻又似乎對台灣泛綠團體在有關「台獨建國」之路線與議程上，採取頗為保留甚至反對的態度。第二，美國雖然聲稱不再對中國崛起作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但在軍事與國際安全上，透過美日安保條約的修訂及美-台軍事合作，將台灣安全與亞太安全進一步地結合在一起。第三，美國官方聲稱在有關台灣前途上，美國將遵守「一個中國」原則，但美國卻在台灣加入部份國際組織上，採取愈來愈支持之立場。以上三大議題，讓不少人看不清楚美國對台政策到底為何？本文即針對此，從學理與實務政治發展中，尋求解答。
對台灣泛藍民眾來說，兩岸關係應由台北與北京來協商解決，美國對兩岸關係的干涉越多，則兩岸關係將朝更為複雜或負面的方面發展，因此泛藍人士並不歡迎美國主導或干預台灣前途問題。相對地，台灣泛綠民眾期待美國對台海安全與兩岸事務採取更積極主動的關心或涉入，以期台灣不致被中共以文攻、武嚇或經濟統戰的方式併吞或逐漸失去其國家主權地位。以上這兩種立場，似乎都可以在近年來美-中-台三角關係的發展或美國對台政策中，找到一些可以令泛藍與泛綠民眾雙方各自滿意的例證，但亦存在著許多令藍綠雙方皆失望或感到迷惑的例證，其原因為何？到底美國對台灣前途採取何種立場與政策？要探討這個問題，固然有必要從更多的美-中-台實際政治發展及相關個案中去尋求「答案」；但這些「答案」恐怕最後還是有許多矛盾或弔詭之處。因此，我們有必要暫時從實際的美-中-台三角關係中跳脫主觀立場或期望，並先對國際政治中的一些相關學理進行探討，俟這些學理有所澄清後，我們再回到實際之美-中-台三角關係中去分析美國對台政策，冀有助於我們對錯綜複雜的外交政策中梳理出一個一較具學理之系統性（systematic）分析與瞭解。
貳、從國際關係理論出發：單極體系（unipolarity）、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與美國之外交政策

自1990年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研究之重心，逐漸地由強調美蘇兩強對峙之雙極（bipolar）國際體系結構（international system structure），轉而成為強調美國作為單一超強之單極（unipolar）國際體系結構。而在此單極體系之新國際政治下，美國國力儼然又回復到1950s年代之霸權（hegemony）時代之規模；
在此同時，霸權穩定論之學說亦受到愈來愈多的重視，譬如，John Ikenberry在1989年所發表之“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Hegemony” 
一文及Joseph S. Nye, Jr.在1990年所發表的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書，
皆清楚揭櫫了後冷戰時期國際權力變遷後美國在世界政治上的領導角色。此外，現實主義學者Michael Mastauduno在1997年的International Security季刊中所發表之“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亦從現實主義（realist）的角度討論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戰略；
William C. Wohlforth在1999年的International Security季刊中針對單極體系是否會為國際政治帶來穩定與秩序，發表了“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一文；
Niall Ferguson在2003年的Foreign Affairs季刊中的“Hegemon or Empire?”
、Net Crawford之“The Road to Global Empire: The Logic of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9/11”，
都是針對霸權（hegemon）在維持國際秩序之角色或重要性的研究。
從單極主義（unipolarism）或國家主權主義（statism）的角度來說，美國目前宜把握其在國際體系中單一超強之優勢，並加強、鞏固其國際領導者的地位，誠如William Safire所說：「美國在單極之國際體系中，並非孤立，而是必須去領導；若美國表現出不願意向帝國傾向時，她可以很快地放棄其領導地位，然後把此領導地位讓給一群心懷嫉羨的群眾」。
不少政治觀察家相信，美國總統小布希與其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之幕僚們，相當程度地在其外交與國際事務上有朝鞏固單極主義發展之傾向。因此，所謂新雷根主義（neo-Reaganism）、布希教條（Bush Doctrine）、單極主義與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等相關名詞，在2000年代之初期紛紛成為國際關係或美國外交政策研究之重要議題。這些主義的信奉者認為美國將在其民主、自由、多元的社會制度性發展成為一個良性霸權（benevolent hegemon）。
但此派所謂「良性霸權」之主張，卻被一些人濫用成為：為了領導世界政治，美國不應花費太多時間與精力在多邊主義（如公約、國際組織）的協商或妥協上，而應作為其超強領導地位領導或仲裁國際事務，才不致使國際事務政治淪為各國私利下之混亂論壇。誠如The Economist專文所載：「美國正採取平行性單極主義，也就是只有在對美國有利時才願意遵守國際規範，否則便準備用政策來對抗限制」。
鷹派的霸權主義者堅信，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是小國或其他非超強之區域強權用來束縛美國之戰略。這些鷹派的學者，主張美國不應因聯合國之反對，或枯等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授權，而坐困聯合國之會議桌上；為有效解決恐怖主義之根源或摧毀伊拉克大規模武器，美國必須逕行出兵攻打伊拉克。
因此在2003年3月以小布希為首之美國政府，在鷹派人士之支持下，大規模進軍伊拉克，並推翻了哈珊政權。但這種鷹派主張，很快就因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久久不能結束，而受到巨大之衝擊與批判。至今美國學術界對2003年美國出兵伊拉克一事是否允當，仍充斥了見仁見智之爭辯；有人認為美國不應未獲聯合國安理會同意即出兵伊拉克，有人則支持新保守主義之單邊行動。如此說來，美國該在單極與多邊主義中作何種抉擇呢？
針對以上單邊主義之主張，多邊主義者（multilateralist）認為：美國若採取單邊主義下的外交政策，雖或可有其短期之國家便利與利益，但長期可能會因其他國家對霸權國之不信任，而累積美國長期之國家成本，甚至造成與其他大國（如中國、俄國）或歐盟關係之緊張。
因此，目前美國做為國際體系下的單一超強或霸權，在複雜的國際事務與外交政策中，依然需要有國際組織與多邊主義之幫襯或配合，方能達到其在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之最佳戰略位置。
在這些文獻中，儘管不同學者對於目前之美國是否為一個霸權仍存有不少的爭論。不過，這些多元的觀點間卻存在著一個共識----即目前在單極體系的國際政治中，美國在國際關係的角色的確有其獨一無二之重要性；而從實際國際政治發展中，我們也看到美國在龐雜之國際事務之無所不在的巨大影響力。目前國際關係研究之學者或美國對霸權之研究，乃在如何在鞏固美國在國際政治之領導地位或霸權。在此前提下，美國在其外交政策中是否要採取單極主義邏輯下之單邊主義，或有必要與國際組織及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結合，卻存在著有見仁見智之不同看法。因為，儘管美國以其單一超強之國際地位必然會加強其在國際關係的重要性；但國際組織或其他的跨國組織、跨國企業與非政府組織（NGOs）等在國際事務中，亦扮演愈來愈重要之角色。因此，美國與聯合國間的合作與衝突之問題近年來亦受到更多之注意與討論。譬如：Gene M. Lyons曾在1999年的Global Governance季刊中發表了“The UN and American Politics”的文章，
以及Shashi Tharoor在2003年的Foreign Affairs季刊中所發表的 “Why America Still Needs the United Nations” 
均強調美國此一超強依然有必要與聯合國或其他多邊機制合作，才能推動國際事務。另外，Steven Holloway亦在2000年的Global Governance季刊中以“U.S. Unilateralism at the UN”一文，針對在聯合國中美國採取單邊主義之理由與正當性，作了頗為深入之分析或批判。
上述這些文獻旨在探討美國作為一個霸權國不能一昧採取單邊主義，而應透過多邊主義與聯合國多加合作。但除了強調美國宜多採取多邊主義之學者觀點外，亦有些學者認為美國採取單邊主義有其實際政治或必要性之考量，譬如，J. Samuel Barkin與Elizabeth R. DeSombre以“Un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in Internat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一文進一步探討了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在不同的國際議題上的合作或衝突關係。
在國際安全之實際政治中，Leon Gordenker在Global Governance中所發表的“What UN Principles? A U.S. Debate on Iraq”亦是針對第二次波灣戰爭中的美國出兵伊拉克提出一些辯解。

為何美國學術界與政府部門會有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之辯論？這個辯論的本質並非在挑戰美國霸權本身之定義或正當性，而是聚焦在美國作為一個霸權國該採取單邊主義或多邊主義策略之運用，才能最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事實上，霸權穩定論的本質正是國家處於國際政治中有關利益之抗衡或扈從的問題。特別是在當代的霸權研究中，針對美國的國家利益的探討更是多見，譬如：Nye, Jr.在1999年的Foreign Affairs季刊中以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一文強調美國必須以更宏觀與長遠的眼光來看國家利益，及調整其相關之外交政策；
Richard Haass則是在1999年的Foreign Affairs季刊中以“What to Do with American Primacy”一文探討了美國國家利益中的優先性問題；
另外，Nye, Jr.在2002年的新著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中，亦針對軟性權力（soft power）對美國的國家利益之影響多有探討，
在分析上與其在2003年的Foreign Policy季刊中所發表的“The Velvet Hegemon: How Soft Power Can Help Defeat Terrorism”有異曲同工之處；
除此之外，James Kurth在2003年的The National Interest中，亦透過“Migr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Empire”專文的發表來進一步探討霸權的動態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章表面上看來似乎在「批判」霸權穩定論，或「警告」美國作為一個霸權國可能會面臨的種種問題；因此，很多國際關係的學生誤以為絕大多數的國際知名學者都在反對美國作為一個霸權或霸權穩定論之相關論述。但以上這些文章其實並不是去挑戰或推翻對霸權穩定論本身，而是欲「改良」或「修正」霸權穩定論，以鞏固美國在國際政治之領導權或維繫美國國家最大之利益。
在這許多「改良」或「修正」版本的霸權穩定論相關論述中，以John Ikenberry於1999年所撰之「美國自由霸權」（America’s Liberal Hegemony）一文最能代表新保守主義者之理想型的霸權穩定論。他強調：「今天我們仍活在一個大多由美國所創造並以美國為中心的秩序、一個與過去國際關係模式迅速脫節的秩序、一個立基於現代工業社會、民主、國際資本、多邊制度及所謂美國自由霸權秩序；因此，美國在國際關係中有責任，也有權力發揮其霸權之影響，以維繫國際政治之秩序。」
個人在此要指出：自從Robert O. Keohane在1984年出版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一書後，
大部分新自由制度論的學者都同意，在國際相互依賴日增的前提下，任何有關霸權穩定論之主張，皆需面對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國際組織及多邊主義之約制，而無法再以二次世界大戰甫結束時之霸權穩定論來解釋、說明或預測國際政治之發展。個人認為，在這些眾多「修正」或「改良」之美國霸權學說，與1950s年代或1960s年代之霸權穩定論最大不同將在於：
一、美國自由霸權將比傳統霸權更重視民主精神及其決策過程。因此美國對外交事務之干預，需有強大的美國國內民意作為基礎。而美國民意主要是建立在自由、平等、人權等自由主義的價值上。此點將有助於美國自由霸權不致走上侵略他國之軍事霸權道路；
二、美國自由霸權重視多邊主義原則，因此美國對外之干預，會儘量藉由其國際組織與盟友（ally）支持之方式，來作聯盟式干預，而非單邊主義的單打獨鬥。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美國在對外進行干預政策時，將先尋求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之支持或合作。這種多邊主義之精神將有助於美國霸權受到國際組織之監督與節制；
3、 以美國自由霸權所行使之美國干預主義，必須尋求其干預政策之「合法性」與「正當性」，而「人權」或「民主」等議題將為干預政策提供更多之政策合法性與正當性；
四、美國自由霸權所關心的議題將不再單純的軍事或政治議題，而是在「經濟互賴」及「權力平衡」間謀求一個最符合美國國家利益與國際秩序之「綜合安全」考量。而這種綜合安全考量將進一步促進「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理想之實踐。因為，美國在追求全球治理之理想時，不論其政策目標或手段接將同時考量全球化所可能對世界各國之經濟、安全、文化等相關議題之影響。
從上述有關霸權穩定論之「修正」或「改良」，我們可以看出，自霸權穩定論第一次提出，
至近年來霸權穩定論之再度受到重視，其間經歷了美、蘇兩強在冷戰時之對立與衝突、國際組織（如UN）與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角色之逐日重要、蘇聯與東歐共產集團之崩解、歐盟之形成、亞太地區政經角色之崛起等，這些國際關係之發展，亦賦予了研究國際關係理論的學者在研究美國「霸權」時許多新的「修正」或「改良」的「刺激」。這許多新的「刺激」之重心，已由傳統之美國在維持其霸權時在「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liberalism）孰優孰劣」之爭辯，轉移到「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之競合」之問題。因此，目前研究霸權穩定論的學者，莫不對霸權穩定論提出許多的警告或指陳霸權穩定論之有限，譬如，上述Nye, Jr.在2002年的新著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即為一最具代表性之著作；
其中，霸權國如何交叉活用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之策略已成為當代霸權穩定論研究之核心。而此點，正是過去許多反對霸權穩定論學者最常對此理論提出批判之焦點。
參、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之交叉運用

既然新的霸權穩定論強調美國不能只依賴單邊主義，而需更嚴肅地考慮多邊主義之重要性，則我們有必要先瞭解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之主張或意涵。從定義上來說，多邊主義意指三個或三個以上國家在秉持某種精神或原則下，在某個特定議題上之國際合作關係。
相對的，單邊主義寓指在某一特定議題下，一種傾向選擇非透過多邊架構，而是採取「單獨行動」之解決事情之方案。
在此，要特別強調並注意的事是：依照嚴謹之定義下，多邊主義亦與傳統上的多邊關係（multilateral relations）或多邊合作（multilateral cooperation）是有所區別的，多邊主義強調下列三個原則：（1）安全之不可分割性；（2）每一結盟國家之國土受到平等保障，皆不容被侵犯；（3）結盟國之間謹守擴散性互惠（diffuse reciprocity）之規範；因此多邊主義是一個高標準之國際合作模式。
這個高標準的定義乃是針對在1970s與1980s年代自由主義學者在國際多邊合作上相關主張----常淪為「徒具追求合作之理想，而無鞏固或約制合作之機制」，以致於許多自由主義學者之國際合作，成為某種學理之空談----之回應。而上述多邊主義在國際合作上所強調之三個不可違背原則，乃進一步要求由自由主義在國際合作精神與原則，進一步落實到國際合作之機制與程序。
以上多邊主義在國際合作之三個原則，看起來已經不是如此的「自由」（liberal）而是強調其合作之「紀律」（discipline），而「紀律」聽起來較像現實主義之產物，較不像自由主義之產物。為何提倡多邊主義的學者會採此種強調「紀律」之現實主義產物呢？個人認為，多邊主義雖然由John G. Ruggie、James A. Caporaso、Steve Weber及Miles Kahler等人在1992年透過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季刊而正式有系統地提倡，
但此學派學者率皆與1970年代興起之新自由制度論（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或晚近興起之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t）有關。特別是Keohane、Nye與Ruggie雖然常被視為新自由主義學派的學者（neoliberalist），但我個人認為這種國際關係學者依其理論主張區分為自由主義學者與現實主義學者之分類學（typology）並不適當，因為這種分類學有時會誤導國際關係的學生。個人認為有不少自由主義學者或主張多邊主義與制度論的學者並不是單純的自由主義學者，而是糝糅了自由、現實兩種思維的學者。這些學者深知自由主義者的主張在國際合作上常淪為不切實際之理想；因此他們欲借助制度論來鞏固國際合作之精神、程序與操作方法，以確保多邊主義合作之機制。因此，個人認為，他們已非單純之自由主義學者，而是一種變形之現實主義者。套用一句中國人較習慣的譬喻：他們是「自由主義為體，現實主義為用」或「現實主義為體，自由主義為用」的學者。換句話說，包括Robert O. Keohane、Nye, Jr.及上述新自由制度論的學者皆同時具有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之特徵，這種特徵反映到國際關係的現實面之意涵即為：真正的國際合作必須立基於具有強制力之多邊主義，而非多邊關係而已。如此一來，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已不再是國際關係理論分類或本質上的差異，而是多元主義（pluralism）在運用策略上的差異----畢竟兩者都以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為其外交政策制訂之中心考量；他們與傳統現實主義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考量國家利益在衝突與合作之「利得」（gains）時並非完全以相對利得（relative gains）為考量，而是將相對利得與絕對利得（absolute gains）同時作為其外交政策之考量，因此，國際合作不僅是可行的，且是必要的。秉乎此，外交政策制訂的精神、原則與程序就變得極為複雜----為了國家利益，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皆成為有效的工具。


事實上，目前以小布希政府為首之新保守主義下的美國外交政策之制訂，正反映著上述「現實為體，自由為用」的多元主義思維，而朝一種我稱之為「新霸權穩定論」（neo-hegemonic stability）策略發展。
這種策略運用在美-中-台三角關係中，會增加美國在其外交政策之「政策彈性」，從而有其政策之模糊性或不可預測性。這是為何我們常發現美國對台政策中，有些看起來「友善的」，也有些看起來似乎是「非友善的」原因。而本文即欲強調此「新霸權穩定論」之理論背景與發展沿革，作為研究目前美國對台灣戰略運用之分析架構。透過此分析架構，我們將會發現美國在面對敏感且張力日益增強之台灣前途問題時，常常出現許多外交政策的弔詭（paradox）。這個弔詭時而讓人覺得美國支持台灣的國防與安全，但時而又令人覺得美國對台灣的政策依然在「一個中國」的架構下，甚至在有些議題上（特別是美國在國際反恐之合作議題上）明顯地向中國傾斜；且這個傾斜不可避免地又擠壓到美國對台灣外交政策發展的空間。從本文的分析架構來看，上述美國對台政策之「弔詭」或「矛盾」是可以理解的（reasonable），甚至站在白宮的立場上來說，美國在處理目前複雜的美-中-台三角關係時尋求中共的支持或「諒解」是必要的（necessary）。但在此同時，作者亦要在此指出美國在處理台灣前途所出現的外交政策弔詭，並不代表美國外交政策的正確性，它可能隱藏著霸權國的無奈或霸權穩定論之有限，也可能隱藏著華盛頓外交政策制訂者的錯誤判斷或偏見，從而埋下霸權衰亡的因子。
針對這方面，Joseph S. Nye, Jr.以2002年後美國如何「領導」世界政治為主題，出版了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一書，一方面強調美國必須與多邊主義合作之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又指出美國亦可運用其既有優勢去維持其霸權或領導權。在此當中，Nye指出雖然在軍事、科技、經濟方面美國目前大幅領先世界各國，但美國應多考慮以「柔性權力資源」（soft power resources）來彌補「硬式權力資源」（hard power resources）之不足；如此，才能跳脫傳統上狹隘式的國家利益之定義，從而將美國國家利益與國力鑲嵌在全球公共財之中。針對此，Nye提出了美國在策略上如何因應複雜之國際事務之七個單邊或多邊主義抉擇標準：

第1， 對於涉及國家重大生存利益的國際事務而言，美國絕不能採取單邊行動，更加應該積極爭取國際支持；
第2， 對於一些靠美國國家力量維繫穩定與和平之區域，美國宜採多邊主義之安排；
第3， 單邊手段並非一無用處，它使用得當時，有時亦會迫使其他國家妥協，從而促進多邊利益；
第4， 美國不應該接受某些可能會帶來怠惰或助長各國自利並有損美國利益之多邊辦法；
第5， 多邊主義大多涉及合作性議題，這些議題意味著美國必須要爭取其他國家支持才能進行；
第6， 多邊主義應被視為是尋求讓其他國家一齊分擔負擔，並有助於公共財提供的一種辦法；
第7， 在選擇使用多邊或單邊手段時，美國都必須要顧及這些手段對於柔性權力的可能影響。
若我們從上述七個美國單邊與多邊主義中之抉擇標準來看；在Nye眼中之多邊或單邊主義，並非是一個固定或理想的公式，更非「二分法」（dichotomy）下的互不相容精神；反而較像一種相互交錯運用之策略與藝術，而這個策略無疑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最高指導原則。從現今美-中-台三角關係下的美國對台政策中則不難發現，美國對台政策中不太可能透過單邊主義在國防、軍事或國家安全相關議題，完全傾向或支持台灣；也不可能任由中共或其他利益相關國家來透過「多邊協商」主導台灣問題，而會同時考量單邊與多邊主義之配合。因此，在美-中-台三角關係中相互依賴愈增加，則美國對台政策之考量或顧忌亦將更為多元且複雜，從而造成美國對台政策中的弔詭或不確定性。這是為什麼美國雖然在後冷戰時期的確有「中國威脅論」的考量，但在關於台灣前途上，並未見美國採取單邊之「圍堵中國」政策，或持續打「台灣牌」以節制中國武力之成長；反而採取外交政策上仍然維持「一個中國」政策之重要原因。而美國在其對台政策之策略面，則雖有一些在國防或安全議題上對台灣朝「戰略清晰」的方向發展，但亦反對「台獨」，並以「堅持台海和平」與「維持現狀」等兩個「策略」，作為其對複雜美-中-台三角關係之底線。
肆、後冷戰時期之美國對台政策分析

自1995年李前總統登輝先生訪美之後，兩岸關係開啟了另一個緊張的階段，經過了十年左右，目前台海問題已是亞太安全最敏感的議題，而台灣戰略地位在亞太甚至全球安全下，亦愈來愈受到全球之矚目。台海問題與台灣戰略之所以日益重要的表面原因為兩岸關係之緊張，其深層原因則有三：（1）1990年冷戰結束後，在國際體系單一超強之新結構下，美國全球戰略需重新佈署；（2）中國在1980s年代後國力之迅速崛起，已構成東亞權力平衡之重新分配之條件，而如何因應中國之崛起與挑戰乃為美國全球戰略佈署中，最重要之課題之一；（3）台灣在1970s與1980s年代所累積之經濟與政治發展果實，已造成在1990s年代與2000s年代台灣民主化與參與國際社會不可逆轉之趨勢；在此趨勢下，李登輝先生主政之十二年與民進黨陳水扁先生主政之八年內，中共認為台灣政府將逐漸在「事實獨立」（de facto independence）之政策上，移向「法理獨立」（de jure independence），而此種趨勢又促成中共對台灣在台獨路線與參與國際事務上採取更為積極或圍堵之政策。

事實上，有關台灣與中國大陸之統、獨問題已與亞太區域安全緊緊扣上，而1996年三月台海危機可以說是上述三層原因交匯之試金石，也是兩岸關係與東亞區域安全未來朝衝突或合作發展最重要之分水嶺。1996年台海第三次危機後，美國與台灣之關係進入了一個非常特殊的階段。在美國對於台灣前途之處理態度上，儘管美國國務院一再強調，美國政府在對台政策上，國務院與國防部之立場一致，
但作者卻認為美國對台外交政策與美國對台軍事安全政策是有落差的。簡單的說，美國在對台外交政策上，採取一種較為保守之作法，但在國防或軍事合作上，美國對台採取一種較為積極或激進之作法。
這幾年來，美國對台政策試圖在「一個中國」之外交政策與「美-台軍事合作」之國防安全政策中，尋找一個平衡點。而這個平衡點雖可用「維持現狀」（maintain the status quo）來描述美國對台政策；但目前有關台海「維持現狀」之條件已與1979~1990年代之條件迥異，且有關「維持現狀」的定義與手段亦極為模糊（請參見表一），從而在台北-北京或美-中-台之「互信機制」上出現極大的危機。

表一  美-中-台三方在有關「維持現狀」與「一個中國」之立場
	      議題
美、中
、台立場 
	「一個中國」
	「維持現狀」
	說明

	中共
	強調一個中國原則
	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強調台灣並非為一個主權國家。
	中國大陸內部對「一個中國」或「維持現狀」大都採取與北京政府一致的立場--即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個部分，不容獨立或分割。

	美國
	採取一個中國政策
	針對台海「維持現狀」，持較為模糊之立場，但主張美國立場將基於三個公報與台灣關係法。在法理上（de jure）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在事實上（de facto）認為台灣為一政治實體，且加入國際組織並不會違背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對美國來說，「維持現狀」最重要的是台海和平。
	美國在正式外交政策上對「一個中國」政策與「維持現狀」之處理上，仍保留一些模糊政策；但在軍事、安全上，近年來有傾向支持台灣之趨勢。而美國這些親台之策略，常被質疑為美國對台前途之立場上是否將偏離一個中國的政策。

	台灣
	主張一個中國議題
	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之國家，目前的國號是中華民國。
	在兩岸關係上，從李前總統的「特殊國與國關係」到陳總統的「一邊一國」，在台灣內部都無法擁有完全共識；但台灣民眾對中共所提「一國兩制」接受之程度又極低。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但在此同時，中國崛起在亞太安全上亦造成美、日兩國之極度焦慮，擔心日益強大之中國終將改變目前以美、日為主導之亞太安全體系。因此，美、日兩國在亞太之軍事合作也正式將台灣及其附近海域納入其1997年修訂版之美日安保條約內。
在2005年2月19日，美國與日本在華盛頓之「美日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會議」後，更發表了「聯合聲明」，將台灣與朝鮮半島列為美、日兩國「共同戰略目標」（common strategic goal）之範圍。凡此，皆進一步促成台灣在亞太戰略地位重要性之增加與美-日-台軍事合作之增強；但在另一方面也造成中共對台灣「反獨」或「防獨」上，採取更激烈的手段與政策。目前，兩岸關係不但受到美-日-中三角關係之影響，且亦受到美國作為一個全球唯一超強，如何佈署其全球戰略之約制。

在表二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冷戰結束後，美國在全球安全與亞太戰略上所面臨的多重嚴峻挑戰，這種多重挑戰，將使得美國在處理台灣前途相關議題時，約制其單邊主義之戰略。因此，美、日在亞太之軍事合作，正逐漸擴散至美、日、台三邊之安全對話與軍事合作；此外，在政治與外交層面上，美國雖維持「一個中國」之外交政策，但卻在一些重要的國際組織上（如WHO）秉持多邊主義之精神，開始採取支持台灣之外交政策，而此點又觸動了敏感的台灣國家定位問題，從而造成美-中或美-日關係的一個巨大變數。
表二  後冷戰時期台灣在亞太區域安全重要議題發展表
	日   期
	事      件

	1992年9月2日
	美國布希總統批准並宣布將150架F-16戰機售予台灣。

	1995年6月
	美國柯林頓政府允許李登輝總統訪美。

	1996年3月
	台海危機發生，美國派尼米茲號與獨立號赴台海附近巡弋。

	1996年4月
	美國柯林頓總統修改「美日防禦合作指針」，並將與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共同發表「美日安保共同宣言」，並將台海安全列為首要目標。

	1997年9月
	發表「新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以「周邊有事」及「事態性質」之解釋將台灣納入美日安保範圍，台海地區納入「美日安保」範圍。

	1997年10月
	江澤民訪美，發表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

	1998年6月
	柯林頓訪中提出政治上的「三不政策」。

	1999年7月9日
	李登輝前總統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論述。

	1999年3月、4月
	美國國會開始提案討論將台灣納入TMD計劃中。

	2001年1月
	布希總統指稱中國為美國之戰略對手並非戰略伙伴。

	2001年4月24日
	美國白宮對台提出規劃出售武器之清單，其中包括4艘紀德級驅逐艦、8艘柴油潛艇、12架P-3反潛飛機。此外，美國總統小布希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表示，在必要時美國將以一切力量幫助臺灣「自衛」。

	2001年9月11日
	美國遭到911恐怖事件攻擊；其後，美國對於兩岸問題的關切因為反恐之考量，從而將與東亞或全球戰略佈局有更緊密地結合。

	2002年1月
	將北韓列入邪惡軸心（axis of evil ），北韓核武問題對美國東亞與全球戰略佈局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2002年2月
	布希總統東亞行，訪問日、韓、中三國，此行意味著美國將藉著反恐來拓展其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

	2002年9月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2002及2003年度外交關係授權法案」，特別在技術移轉與軍售方面，首次提出將台灣認定為「同等於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的主要盟邦」。

	2003年1月7日
	針對朝鮮半島核武問題，南韓、日本與美國舉行三邊會談。

	2003年3月20日
	美伊第二次波灣戰役爆發，並於同年5月結束。

	2003年4月23日
	針對朝鮮半島核武問題，北韓、中國與美國舉行三邊會談。

	2003年8月27日
	針對朝鮮半島核武問題的六邊會談首次展開，六邊會談的展開為美國在東亞地區所欲推動的安全對話機制奠下基礎。

	2004年2月25日
	針對朝鮮半島核武問題的第二次六邊會談展開，北韓態度強硬。

	2004年12月10日
	日本通過新的「防衛計劃大綱」，特別在「日本周邊安全環境」之部分將台灣與朝鮮半島納入日本的周邊安全考量中。

	2005年2月19日
	「美日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會議」後發表「聯合聲明」，將台灣與朝鮮半島列為美、日兩國「共同戰略目標」（common strategic goal）之範圍。

	2005年3月14日
	中共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引起國際社會之諸多關切，及美國之反對。

	2005年4月19日
	中共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在18日接受新華社專訪時，公開邀請宋楚瑜訪中。

	2005年4月19日
	國民黨秘書長林豐正表示：連戰26日啟程訪問大陸南京、上海、西安和北京等四個都市。

	2005年4月20日
	總統府表示扁宋十點共識雖代表總統，但宋非陳水扁總統的特使。

	2005年4月20日
	親民黨政策中心主任張顯耀表示，宋胡會共識將成兩岸復談基礎。

	2005年4月20日
	日本媒體表示中共台上面不願對反日道歉，但私下以透過外交部向日本領事館或民間企業表達要恢復原狀或發放慰問金的動作。

	2005年4月20日
	日本NHK表示美國國防部參與「漢光二十一號」演習電腦兵棋推演。

	2005年4月26日
	國民黨主席連戰訪中。

	2005年4月30日
	國共發佈新聞公報：一、促進恢復兩岸談判，共謀兩岸人民福祉。二、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三、促進兩岸經濟全面交流，建立兩岸和平機制。四、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五、建立黨對黨定期溝通平台。

	2005年4月30日
	陸委會主委吳釧燮提五個沒有質疑連戰：1.沒有讓中國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2.沒有讓中國減少對台非但威脅、降低敵意。3.沒有讓台灣有尊嚴地增加國際事務參與空間。4.沒有讓中國正確認識台灣人民對反分裂法非和平手段的強烈反感。5.沒有讓中國正確瞭解台灣民主價值自由的可貴。

	2005年4月30日
	美中進行次長級國防諮詢會議討論有關台海情勢、中共對台意圖、軍事熱線做意見上的交換。

	2005年4月30日
	國防部表示兩岸互信機制分三部分推動：近程/國防人員等互訪，中程/撤飛彈設緩衝區，遠程/發展安全合作。

	2005年5月3日
	連戰在與台商餐敘時表示，兩岸共同市場可以排除貿易障礙，建立經濟合作機制，才能達到互惠雙贏。台商多肯定，盼政府簽署投資保障協議。

	2005年5月3日
	上海台灣研究院所長嚴安林表示反分裂法不否認兩岸分治的現況。並表示連戰所提出的兩岸共同市場應是雙方都能接受的經濟合作機制。

	2005年5月3日
	連戰在上海記者會表示，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獲得胡的正面回應，陳水扁總統亦表示應及早建立互信機制，兩岸首見交集。

	2005年5月4日
	在連、宋訪中之媒體報導下，台灣一度出現「大陸熱」，綠軍對扁有雜音，綠軍高層憂心綠營基層崩盤。

	2005年5月4日
	前駐南非大使陸以正於中國時報表示，雇用公關公司為台灣宣傳並沒有不對。

	2005年5月6日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訪中。

	2005年5月7日
	宋楚瑜祭皇帝陵三度口頭提及「中華民國」，但北京沒有大動作反應，似乎容許口頭「各自表述」。

	2005年5月7日
	布希與胡錦濤電話聯繫，希望胡錦濤最終與民選的領導人陳水扁對話，才是促請海峽兩岸和平穩定的最佳途徑。訊息內透露肯定陳水扁總統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2005年5月13日
	5月12日宋胡會面後發表會談公報：一、促進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儘速恢復兩岸平等談判。二、堅決反對「台獨」，共謀台海和平與穩定。三、推動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促進建立兩岸和平架構。四、加強兩岸經貿交流，促進建立穩定的兩岸經貿合作機制。五、促進協商台灣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另、推動建立「兩岸民間菁英論壇」及台商服務機制。

	2005年5月13日
	宋胡確認「兩岸一中」。

	2005年5月14日
	陳水扁總統表示「中華民國是最大公約數」，並提醒國親無九二共識。

	2005年5月19日
	WHA通過「國際衛生條例」（IHR）普世通用原則將我納入。

	2005年5月26日
	美國五角大廈警告華府提防中共。

	2005年5月26日
	美議員安德魯表示美國對台軍售並無截止日期。

	2005年6月4日
	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認為中國並未受到認何國家威脅，而對其增加軍事預算提出質疑。

	2005年6月10日
	美國總統布希表示犯台或台獨，美決策會不同。布希表示美國有義務防衛台灣，在台灣受到攻擊時，也會信守協議防衛台灣。但若台灣片面獨立，就會改變兩岸「對等情勢」。

	2005年6月10日
	台日經濟海域發生爭議，台灣打算在釣魚台附近派軍艦參與護魚行動。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除了美-中-台三角關係之軍事與安全相關議題之外，兩岸關係還有兩個極為敏感且充滿不確定因素之議題，正在發展中：一、台灣內部有關國家定位之爭論：在台灣，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與台聯黨等主要政黨對台灣有關國家定位之不同看法，因此有關修憲或制憲之爭論不斷；二、台灣與大陸之經貿互賴日重，且中共利用文化、經濟甚至法律來「統戰」台灣之能力與策略也日益成熟。中共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在2005年3月14日所通過之「反分裂國家法」亦進一步欲阻止台灣之獨立運動由de facto朝de jure發展。2005年4月26日之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與5月6日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先生之訪中，更是中共利用台灣內部對台灣「國家定位」不同調之歷史新策略，其效果或衝擊至今尚未明朗，但個人相信有關兩岸之各種經貿或政治互動皆將引起美、日高度之注意與關心從而牽引美-日-中-台之外交或國防安全相關政策；因此，台灣內部之政治發展與兩岸關係之演變亦將繼續與東亞區域安全深入與複雜地糾結在一起。

若從Kenneth Waltz的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
來分析表二所陳列之各種事項，則我們甚至可以用下列之簡單流程圖說明美國在處理台灣前途時之位階（hierarchy）：
從表二或圖一中可以看出美-台或美-日之間的確有朝軍事合作之「戰略清晰」的方向傾斜，而這種戰略當然會引起中共之反彈。在美、日均與台灣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前提下，特別是針對與台灣安全有關的重大議題，美國試圖跳脫傳統單邊主義或雙邊軍事合作之方式，朝多邊主義的方向發展；因此，在東亞戰略佈署上採取了「美-日軍事同盟逐漸擴散至台海安全」之戰略；在國際政治上採取「先讓台灣加入部份國際組織」的戰略。而上述這兩種戰略在本質上即為透過單邊主義或雙邊條約培育未來可發展成多邊主義的策略運用；畢竟，多邊主義強調的三個以上之國家合作，或具有強制效力之國際合作原則。因此，透過美-日軍事同盟來防衛台灣安全，在現階段雖然還是宜歸類在單邊主義之應用，但它正朝多邊主義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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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戰略一旦形成，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或台海安全將有極為深遠的衝擊（請參見表三）。
表三 美國在對台灣安全上由單邊主義逐漸向多邊主義擴散之安全策略
	日期
	美國之政策作為
	中國之回應

	1996年3月
	台海危機發生，美國派尼米茲號與獨立號干預。
	演習期間對特定領域船隻進行警告並出動核子潛艇攔截。

	1997年9月
	發表「新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以「周邊有事」及「事態性質」之解釋將台灣納入美日安保範圍，台海地區納入「美日安保」範圍。
	中國認為對中國進行圍堵，提出強烈抗議。

	1999年3月、4月
	美國國會開始提案討論將台灣納入TMD計劃中。
	中國認為TMD 係以中國為目標，對中國進行圍堵。

	2001年4月24日
	美國白宮對台提出規劃出售武器之清單，其中包括4艘紀德級驅逐艦、8艘柴油潛艇、12架P-3反潛飛機。此外，美國總統小布希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表示，在必要時美國將以一切力量幫助臺灣「自衛」。
	中國反對，認為敏感性軍售會危及美國與中國之關係。不過，中國在2001年申辦2008年奧運、主辦在上海召開的APEC會議，以及加入WTO，因而在外交上必須拉攏美國，因此反應較溫和。

	2002年9月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2002及2003年度外交關係授權法案」，特別在技術移轉與軍售方面，首次提出將台灣認定為「同等於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的主要盟邦」。
	中國反對，認為敏感性軍售會危及美國與中國之關係。

	2005年2月19日
	「美日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會議」後發表「聯合聲明」，將台灣與朝鮮半島列為美、日兩國「共同戰略目標」（common strategic goal）之範圍。
	官方反應還算溫和（重申干預中國主權及國家安全）但媒體評論認為美國是為了形塑兩岸關係緊張，以加速台灣軍購案通過；日本有對抗中國之意圖。

	2005年4月20日
	日本NHK表示美國國防部參與「漢光二十一號」演習電腦兵棋推演。
	未有明確反應。

	2005年4月30日
	美中進行次長級國防諮詢會議討論有關台海情勢、中共對台意圖、軍事熱線做意見上的交換。
	未有明確反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相較於在表三中所揭櫫之國防與軍事上美國對台灣所採取的「美-日軍事同盟逐漸擴散至台海安全」之策略，美國在支持台灣加入國際組織上，近年來亦有極大的動作。在此方面之策略，美國期望透過霸權國結合多邊主義之影響力，協助台灣加入重要之國際組織。在實例上，特別是在經貿議題為主的亞太經合會（APEC）中，美國透過在1991年同時支持中國、香港與台灣加入之方式，協助台灣加入亞太經合會（請參見表四）。其後，在1992年美國與歐洲開始尋求共識，積極協助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最後，終於在2001年11月之第四屆卡達WTO部長會議中，採納通過台灣之入會案。在中國代表堅持中國必須比台灣先入會之原則下，台灣在2002年元月1日正式成為WTO之正式會員。緊接著，則是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之案例（請參見表四）。首先，在2004年美國聯邦眾議院通過第4019號法案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並在2004年5月，美國首度在世界衛生大會之總務委員會中，發言支持我國以觀察員身份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其後，台灣雖然歷經了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及第九次叩關（WHO）失敗；但已在2005年5月19日透過WHA之「國際衛生條例」（IHR）普世通用原則的通過，將台灣納入普世通用原則的適用範圍。此舉又使台灣在美國的支持下，向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身份取得上，邁向一大步（請參考表四）。
表四  美國對台灣加入部份國際組織之多邊策略（以WHO為例）
	日期
	美國之政策作為
	中國之回應

	1991年11月12日至14日
	第3屆APEC部長級年會於1991年11月12日至14日在韓國首爾（漢城）舉行時，我國、中國及香港均應邀參加，並正式入會，使會議成員增至15個，會中曾發表宣言確定APEC之原則及目標。
	接受，但中國與APEC簽訂備忘錄，要求台灣以經濟體名義入會，只能派出與APEC有關經濟事務之部長與會，外交部長不得與會。

	1992年上半年
	美國及歐洲積極尋求各國對我案成立入會工作小組之共識。至1992年9月8日理事會主席邀集各主要締約成員代表，就我入會案進行諮商並達成共識，終獲列入9月29日之理事會議程，使我入會案向前邁入一大步。2001年11月11日第四屆卡達WTO部長會議正式採認通過我入會案，我國即於2002年元月1日成為WTO之正式會員。
	接受，但採取先中後台的程序策略。

	1999年上半年
	1月美國防部長訪日，就TMD的落實進行協商，雙方決定自4月開始推動。
	中國認為此舉鼓勵日本重新武裝及台獨。

	2002年4月4日
	美國參議院在三月十九日通過支持台灣參與國際衛生組織的眾議院第二七三九號法案，布希總統四月四日正式將這項法案簽署成為美國國內法。 
	中共強烈阻礙，在五月十三日起在日內瓦召開的「世界衛生組織大會」決定將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加的問題不列為討論的議題，使得台灣第六度的申請入會受挫。

	2002年5月14日
	日本政府發言人福田康夫表示，日本支持中華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加「世界衛生組織」，這是日本政府針對台灣加入WHO問題首次表明支持的態度。 
	中共以「一個中國」為由，強烈反對台灣加入WHO

	2003年4月6日
	日本女外相川口順子在北京和中共外長李肇星會談時，重申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福田康夫去年五月的發言指出，日本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李肇星表示反對

	2003年5月19日
	台灣出現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疫情，顯然是美國此次在世界衛生大會中關切並支持台灣獲得觀察員地位的著力點；美國首度在世界衛生大會中發言支持我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中共以「一個中國」為由，強烈反對台灣加入WHO，台灣第七次推動加入世界衛生大會獲得觀察員身分仍然遭到挫折。

	2004年4月21日
	美國聯邦眾議院通過第4019號法案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簡稱WHA)。
	中共以「一個中國」為由，強烈反對台灣加入WHO

	2004年5月6日
	參議院於5月6日無異議通過相同內容之第2092號法案。
	中共以「一個中國」為由，強烈反對台灣加入WHO

	2004年5月17日至22日
	第57屆「世界衛生大會」在日內瓦召開，美國首次在總務委員會中發言支持台灣，主張世界衛生組織不應涉及政治議題、美國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衛大會，以及WHO應賦予台灣一個特殊身分，並在醫藥、衛生等專業領域提供台灣協助等三論點。
	因中國也全力動員31個國家發言反對此案，巴基斯坦籍的會議主席可汗最後以該案尚無共識，裁示台灣參與案不納入議程。

	2004年6月14日
	布布希總統已簽署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出席WHA之法案，使支持台灣參與WHO成為美國之長期政策。
	中共以「一個中國」為由，強烈反對台灣加入WHO。

	2005年5月19日
	WHA通過「國際衛生條例」（IHR）普世通用原則將我納入。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伍、結論


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在處理與台灣前途有關之議題上，儘管試圖小心或避免去碰觸敏感的台灣主權問題，但美國的確發揮了其霸權對台灣前途之影響力，並且在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上作交叉之戰略運用，以尋求其最大國家利益。在此，作者要強調美國在處理台海安全時，現階段可分兩個主要的策略，此兩個策略都反映著美國在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之交互運用：在國防軍事策略上，美國主要欲透過美-日軍事同盟等單邊主義或雙邊條約逐漸擴散至類似「戰區飛彈防衛體系」（TMD）之多邊主義之機制來運作，以期能在東北亞建立美、日、南韓及台灣四國之間的多邊安全協議；此策略能否成功，端視在下一階段中則將視朝鮮半島局勢之發展而定。若在朝鮮半島之六邊會談上（特別是在國防、軍事等議題方面）南韓朝美、日傾斜，則美、日、南韓及台灣是極有可能朝1990s年代末期由美國所提倡之TMD之實質意涵發展（就算屆時未必採用TMD之名稱）。若東北亞能在美、日、南韓及台灣間發展出東北亞小型多邊主義（minilateralism）之軍事同盟，則上述四國與中國之間的軍事衝突，會變得更為嚴峻？抑或達成某種平衡？則有賴國際現勢之進一步發展，目前恐怕還存有不少變數。畢竟，美、日、南韓諸國在各國利益考量下，亦將盡量避免與中國之直接軍事對峙，因此台灣泛綠人士對台灣納入「東北亞集體安全」之期望是否能成功，尚有待觀察。

另一方面，美國透過美國霸權之實、支持台灣人權之名的人道干預模式，來影響國際經貿組織、國際衛生組織或國際人權組織之方向，將會繼續甚至加強。
畢竟美國瞭解在中國大陸對台灣外交打壓的前提下，若任由台灣以「小國外交」欲加入國際組織，則其困難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美國依然運用其霸權國對國際組織與國際關係之影響力，試圖協助台灣加入部份國際組織。以目前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之成果來看，美國的協助的確發生了一些影響力，但台灣未來是否能依循此種模式加入更多國際組織，將會是美-中-台三角關係之另一場張力之競逐。而此點，不但與傳統之國際關係或權力平衡有關，它亦與全球化或全球治理有關。在此類經濟、衛生或人權議題上，各國政府與北京固有種種不同利益之考量，但此類議題並非直接與中國國防或軍事對峙或碰撞；因此各國政府在扈從美國霸權之意願，將比在國防、安全等議題上，直接與中國為敵，來得較有意願扈從霸權國之要求。而美國這個霸權國是否能應用其「軟性國力」來建構一對其有利之多邊機制，將會是台灣是否能加入各項國際組織或直接影響台灣前途之主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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